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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幸福·社会公平·世界和平＊
———心理学家的人文情怀

郭永玉　胡小勇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心理学研究通常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而较为忽视人的社会属性。从心理学学科的性质上

看，心理学应在对人性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人文关怀，并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应，包括从个

人幸福，到社会公平，再到世界和平的全面关切。在个人幸福方面，可将幸福感区分为主观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目标和经济水平均能对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在社会公平方面，低

阶层比高阶层更加感到社会不公，更加依赖于社会公平，而减少社会限制、提升控制感可以增强低阶层

的公平感。在世界和平方面，和平心理研究在爱与恨、和解与真相、理解与共存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

成就。在未来，结合了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的心理学研究大有可为。

　　关键词：幸福感；社会公平；和平心理；人文情怀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危机管理中的心理社会支持研究”（１３ＡＺＤ０８７）；２０１４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重大培育项目之重大学术成果培育计划“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ＣＣＮＵ１４Ｚ０２０１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变革时代，心理学研究者若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所谓纯科学研究，不对周遭的问题积极回应，虽然无可厚非，但是令人遗憾。
心理学研究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窗内（实验室）与窗外的统一。自然科学研究
取向，强调研究变量的可操作性，结论的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规
律。然而人的心理与行为又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
视为什么，社会角色如何，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好的心理学研究当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
法，但也渗透着研究者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深切的人文关怀（黄希庭，２００６）。
历史告诉我们，心理学家只有密切关注并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心理学自身所提出

和遇到的新问题，并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才能不断得
到发展（彭凯平，钟年，２０１０）。许多心理学理论都是从解决当时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发展来的。例如，社
会心理学的奠基人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的群体动力学就是为了回答纳粹德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究
竟有什么不同这一现实问题而建立的，他的著名的独裁、民主、放任三种领导气氛的实验（Ｌｅｗｉｎ，Ｌｉｐ－
ｐｉｔｔ，＆ Ｗｈｉｔｅ，１９３９）成为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典范。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１９４１）研究纳粹崛起的社会心
理基础，提出了逃避自由的理论。Ａｎｎａ　Ｆｒｅｕｄ（１９４６）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宗教原因和人性问
题，分析了人类的自我在社会、道德间游离的心理冲突，提出了处理冲突的防御机制。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ｌｅｌ－
ｌａｎｄ（１９５５，１９６１）在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１９２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即成就动机（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ｅ）。在与新教伦理相一致的养育
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渴求成功的动机激励了他们的创业行为。
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引用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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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１９０１），时至今日此一变局并未完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
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便利化，价值的多样化，社会变迁加剧，生活节奏加快，竞争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在这种处境下，个人该如何获得幸福？伴随着财富的积累，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强势
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一件小事即可以触发严重的群体事件的地步。那么，如何促进
社会公平，化解危机，突破黄炎培所谓“历史的周期律”，消除“颜色革命”的焦虑（徐崇温等，２０１５），实现
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归根到底是人的和谐。社会现实的矛盾、世界各地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
为人性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化解种族、国际冲突从而维护世界和平？对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关心
吗？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心理学家们的回答对提升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公平和推进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吗？

一、心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早在２０世纪初，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就指出，心理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具有基础学科的地位。关于人类心
理及其作用方式的知识，是各种社会科学顺利发展的前提。但实际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心理学
至今还未取得这样的地位。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未普遍认可心理学的这一地位，这种局面主要是心理学
自身的局限造成的（郭永玉，２００２）。其根本问题在于将人还原为物，将心理现象作为单纯的自然现象，
将心理学划归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取向的心理学，通过实证目标体系，把复杂多变的人类心理
还原为简单的生理或物理的事实，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为自然物一样的认
识客体。例如，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是把人当作存贮记忆材料的机器来看待的。到了行为主义，这种倾向走向
极端，行为主义心理学不讲人，涉及人时，就用“有机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来指称，正如用有机体来指称动物。
认知心理学把人比拟为计算机，为研究记忆和思维等认知过程的规律性作出了贡献，但这些研究对理
解人性帮助不大（郭永玉，１９９５；刘春蕾，２００６）。
事实上心理学更多地属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依照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观点，除了科学的“认识”目标之

外，更应该注重对人的“理解”和人性的“解放”（董云芳，２００７）。人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以及
人性的多面性，造就了心理学的复杂性。因此，为了全面地理解人，心理学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取向的研
究，更需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为了实现对人性的全面认识，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的选择
上，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采用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
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张春兴，２００９）。
基于对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这一认识，以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为背景，特别是基于人的心理的

社会文化建构性，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模式正逐渐从经验实证主义向社会建构论转变（杨莉萍，２００８）。
社会建构论（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科学发现，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知识的生产过程
不是个体理性决定的，而是一种文化历史的过程，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有关心理现象的分类、心
理活动的形式方面的知识都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的产物（叶浩生，２００９；Ｌｉｅｂｒｕｃｋｓ，２００１）。社会建构
心理学则是以这些特定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焦点团
体、文本分析、叙事或话语分析、扎根理论等）以及大量操作技术（心理咨询与治疗、组织变革与管理、社
会心理问题诊断与干预等），实现对人性的全面认识，进而超越旧的实证目标体系（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　＆
Ｃｒｏｍｂｙ，１９９９）。当代心理学新的研究模式重建了学科的使命，并赋予了心理学家们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首先，要求借助话语、叙事、文本等各种心理的社会建构媒介的桥梁作用，实现对人的内在心理结
构和内容的认识；第二，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社会变革
的建构；第三，促进个人与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关爱、沟通与合作，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
各种心理矛盾与冲突。其中，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社
会变革的建构是当代心理学的最终目标，也是当代心理学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杨莉萍，２００８；Ｇｅｒ－
ｇｅｎ，１９８５，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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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时代已在召唤心理学家积极地承担起这一重要的社会责任。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人
均ＧＤＰ　３０００美元阶段，既是经济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时期（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０）。例如，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种族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各种犯罪和道德失范问题、国家机关官
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者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国际交往和国际市场竞
争的文化冲突……都在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幸福（王二平，

２００３）。作为一个正处在转型与上升中的大国，公民的社会心态如何，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正
常运行，还决定着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影响世界，也决定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的认同（彭凯
平，钟年，２０１０）。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需求，使得中国心理学家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去
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公平社会的建构，进而促进
世界和平。

二、个人幸福

２０００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近２００年前，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曾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么，什么是幸福？似乎每个
人都知道幸福，但却又没人能够给出精确定义。几千年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探索幸福来寻求自
己存在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幸福的反思史。这种探索，反映在今天，具体到科
学心理学领域，就是心理学家们对幸福感的科学研究（黄希庭，２０１５）。

（一）幸福的定义
基于快乐论（ｈｅｄｏｎｉｃ）与实现论（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ｃ）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幸福的研究可以被分为两种

不同的取向，即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ＳＷＢ）和心理幸福感（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ＷＢ）。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Ｓｕ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而心理幸福感则强调人的潜能实现与人格发展，主要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
良好关系、情境控制、自主等六种因素（Ｒｙｆｆ　＆ Ｋｅｙｅｓ，１９９５）。鉴于两种幸福感的性质和研究现状，这
里将着重介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以Ｄｉｅｎｅｒ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满意的认知和总体的情绪健康状

态。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的评价（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８４），具有主观性、
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
状态，也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情感和认知两大基本成分构成，
其中情感成分又包括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认知成分则是个体对自己生
活整体满意程度和认知到的人生意义的评价，也包括某些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度反映了
个体的现实感觉与理想期望之间的距离（Ｃａｍｐ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幸福感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之间斗
争、协调、平衡的结果（Ｂｒａｄｂｕｒｎ，１９６９）。

（二）幸福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８４）将这些影响因

素区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两大类。但是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
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不足２０％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
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１５％（Ｄｉｅｎｅｒ，Ｓｕｈ，Ｌｕｃａｓ，＆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９）。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
人格因素常被看作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要依赖于人格特
质，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个体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Ｃｏｓｔａ，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Ｃｒａｅ，＆Ｚｏｎｄ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
早期研究者就性别、年龄、种族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Ｄｉｅｎｅｒ，２０００；Ｈａ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ｋ，＆ Ｏｋｕｎ，１９８４）；
在种族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Ｃｒｏｃｋｅｒ　＆ Ｍａｊｏｒ，１９８９；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并且，各年龄段的主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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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都大体相当，尤其是生活满意度，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情感维度却随年龄而有所变化。Ｄｉｅ－
ｎｅｒ等（１９９８）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１８～９０岁的人生阶段中，生活满意感的平均水平非常稳
定，几乎是一条完美的扁平曲线；在２０～８０岁间，积极情感则呈缓慢而稳定的下降趋势；消极情感在

２０～６０岁间有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７０～８０岁间却出现了缓慢的回弹趋势（Ｄｉｅｎｅｒ　＆Ｓｕｈ，１９９８）。
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几

十年来的相关研究结果，研究者总结出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会导
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之后，它对幸福的积极效
应就会被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削弱。基于这种关系，要提高国民的幸福感，一方面需要社
会的人文关怀与公平调整，特别是制度设计，注重提高低阶层的收入，另一方面需要个人的努力奋斗和
心理调节（李静，郭永玉，２０１０）。
研究者发现，个人的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目标等对幸福感有更大的作用。而人格特质是主观幸

福感个体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Ｃｏｓｔａ，ＭｃＣｒａｅ，＆Ｚｏｎｄ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对１４８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
表明，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人格因素高达１３７种，不仅包括外向性、神经质等较为宽泛的人格维度，而
且包括自尊、控制点等范围较窄的特质（ＤｅＮｅ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９８）。其中，主观幸福感水平高的人最突
出的人格特征是外向和低神经质。许多研究证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呈高度正相关，神
经质与消极情感呈高度负相关。多种测量方法的统计结果表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之间的相关系数通
常高达０．８０，神经质与消极情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高相关（Ｄｉｅｎｅｒ，Ｌｕｃａｓ，＆Ｏｉｓｈｉ，２００２）。研究者
还进一步对这两种人格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探讨。发现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比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Ｖｉｔｔｅｒｓｏ，２００１）。此外，乐观、生活目标等也是主观幸福
感的重要预测因素。有研究发现，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７５，尤其在压力条件下，乐观可
以使个体保持高的幸福感（Ｈｉｌｌｓ　＆ Ａｒｇｙｌｅ，２００１）。关于生活目标的研究也发现，参加有价值的活动
和努力为个人目标工作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黄蕾，２００９；杨慧芳，２００６；张钊，２００７；Ｃａｎｔｏｒ　＆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
心理学家知道许多与幸福有关的知识，但是当一个普通人想维持或者提高其幸福感水平时，心理

学家可以给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大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需要人们去争取的（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

１９９９）。更有研究者（Ｂｕｓｓ，２０００；Ｌａｓｅｎ　＆Ｐｒｉｚｍｉｃ，２００４）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提高获得幸福机率的
策略。仅凭期待并不能将幸福变为现实。心理学家建议，人们必须努力去寻找幸福；必须克服生活中
的不愉快事件以及每个人所经历的失去和失败，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进取者。

三、社会公平

人类不仅追求幸福，还追求公平，对公平的追求也是人类的一种本性（Ｃｈｏｍｓｋｙ，＆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７４，２０１１）。然而，近年来我国贫富分化持续加剧，目前我国收入最多的２０％和最少的２０％的家庭，
收入相差１９倍之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５）；而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十
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一直徘徊在０．４７左右，超过了社会分配不公警戒线０．４这一水
平，表明社会不公问题严重。人性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公的现实引发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们对社会公平
这一主题的关注。
社会公平（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有多种不同的定义。而被广为接受的是Ｊｏｓｔ和Ｋａｙ（２０１０）对社会公平的

定义，他们认为社会公平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
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他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该定义的三个方
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程序公平（Ｔｈｉｂａｕｔ　＆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７５）和互动公平（Ｃｏｌｑｕｉｔｔ，

２００１）。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Ｊｏｓｔ　＆ Ｋａｙ，２０１０）。社会公平感（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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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２０１１）。通常，心理
学家们就是通过人们对社会公平与否的感受来考察社会公平的。

（一）社会公平感的阶层差异
低阶层者会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吗？这一问题在过往研究中结论并不一致。起先有研究表明，低

阶层者反而对社会抱有更支持、更认可的态度（Ｊｏｓｔ，Ｐｅｌｈａｍ，Ｓｈｅｌｄｏｎ，＆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３；Ｊｏｓｔ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这使研究者大为惊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大样本、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支持相
反的结论，即低阶层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杨沈龙，郭永玉，李静，２０１３；Ｂｒａｎｄｔ，２０１３，Ｌｅｅ，Ｐｒａｔｔｏ，＆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１）。那么在中国样本身上，情况又会如何？如果高低阶层的公平感存在差异，又有何成因
呢？

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自不同年份、不同样本的不同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结论，即在中国被试中，阶层
越低，越认为社会不公平，而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在其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即低阶层更认为社会不
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社会贫富差距看作是社会系统的原因如体制问题、家庭背景等（李
静，２０１２，２０１４；杨沈龙，２０１４）。Ｎｇ和Ａｌｌｅｎ（２００５）曾对于个体为何感到不公提出了多项假设，结果
发现对个体公平感预测力最强的是归因方式。我们的研究再次支持了这一点：低阶层因其更倾向于认
为社会贫富差距不是因为个体能力、努力不同而造成，而是因为外部条件引起，进而也更倾向于认为社
会不公。

（二）社会公平感的效应
根据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的社会认知方式更依赖环境背景，因而他们的行为也更多地受

制于环境；而高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则相对自由，不受外部条件的约束（Ｋｒａｕｓ，Ｐｉｆｆ，Ｍｅｎｄｏｚａ－Ｄｅｎｔｏｎ，

Ｒｈｅｉ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ｅｌｔｎｅｒ，２０１２）。那么对于公平，高低阶层的需求是否也会表现出差异呢？结合上
述理论观点，我们推断低阶层的目标追求会比高阶层更倾向于受到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
会体现在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两个阶段。对此，我们采用了相关、准实验和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的方法，
三个研究都支持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的成立。对于低阶层来说，他们越是感到社会公平，目标达
成的程度就越高，而在高阶层身上，社会公平感对于目标达成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
阶层对于公平感影响目标达成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目标承诺来实现的：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
越高，则其目标承诺水平越高，进而其目标达成得分也越高；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这种效应则不显著
（胡小勇，２０１４）。这一结果不仅支持了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也启示我们，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低阶层对于公平环境的依赖是更强的，只有促进不同阶层平等竞争，低阶层畅通地向上流动才更
有可能实现。

（三）社会公平感的提升
既然低阶层比高阶层更认为社会不公，并且低阶层比高阶层更依赖公平的社会环境，那么显然，有

必要考虑如何能提升低阶层者的社会公平感。前述研究显示，贫富归因是个体形成公平感的重要心理
机制，那么如果能改变低阶层者的这一归因倾向，从理论上说就可以增强其公平感。对此，有研究表
明，减少社会限制、增强个人控制感，可以增强被试的内归因倾向（赵志裕，区颖敏，陈静，２００８；

Ｋｒａｕｓ，Ｐｉｆｆ，＆Ｋｅｌｔｎｅｒ，２００９）。因此我们尝试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索低阶层者公平感的调节变量。
研究首先以情景模拟实验方法操纵被试面临的社会限制，结果发现，在社会限制相对较少的情境

下，低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内归因倾向会明显提高（李静，２０１２，２０１４）。接下来的研究又用实验室操纵
控制感的方法，检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在被试无控制感的情况下，低阶层更多地对贫富差距
做出外归因，因而其公平感也较低；而在被试有控制感的情况下，低阶层的内归因倾向和公平感均显著
提升（杨沈龙，２０１４）。这两个实验研究体现了社会限制和个人控制对于低阶层者的重要作用，要想让
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个人奋斗可以创造财富，进而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减少对
其的限制，提升其控制感，让低阶层者感到自己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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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和平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战争与暴力冲突与人类文明发展如影相随。２０世纪末在心理学内部兴
起的和平心理学，主张从研究人性与和平的内在关联出发，运用多元化方法，主张充分调动人类创造和
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反思人类冲突根源，防止暴力发生，和平化解冲突，创建和平文化，提升人的幸福
与尊严，促进社会和平与进步，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刘邦春，郭永玉，彭运石，２０１４）。

（一）和平心理主张
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心理学家们积极研究了如何促进社会和平。挪威和平心理学家Ｇｕｌｔｕｎｇ（１９６９）

提出了暴力本质论、和平本质论、和平建设方案、和平诊断论、对话式消除恐怖主义的观点；美国心理学
家Ｄｅ　Ｒｉｖｅｒａ（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在动态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和平文化测量论，他还提出在美国成立和
平部的构想；Ｆｒｙ（２００７）提出和平潜能说与和平社会变革论，为展望和平社会提供了图景；Ｍａｙｔｏｎ
（２００９）的和平人格论在和平人格特质、和平人格测量与和平人格培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Ｒｏｓｅｎ－
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０３）提出的爱意沟通和平心理治疗理论，把促进个体和平意识转化与和平观念成长、建立关爱
的人际关系作为和平心理治疗的重要目标；Ｐｉｎｋｅｒ（２０１１）提出了和平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人具有和平
营造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人类将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二）和平心理模式建构

２０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和平心理模式建构浪潮。不同社会、国际间的和平心理模式建构
的轨迹，彰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巨大潜能，印证了人类和平建设的无限创造力。
第一，社会和平心理模式建构。２０世纪以来，世界视阈下出现了三种最为典型的和平心理建设模

式。首先，南非“真相与和解”和平心理建构模式。新南非政府在缺少起诉和审判所有过去侵权案件的
人力和财力的情况下，通过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等人的努力，选择了“真相与和解”的和平心理重
建之路，是南非人民在权衡伸张正义与维持社会和平的辩证关系之后，为摆脱种族隔离和暴力冲突而
做出的切实可行的选择（Ｒｉｇｂｙ，２００１）。新南非真相和解和团结理念给非洲这个种族与部族矛盾不断
的大陆带来了希望，对结束非洲大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治暴力循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卢旺达“加卡卡”和平心理建构模式。１９９４年，卢旺达发生的内战和种族屠杀，震惊世界。卢旺达
创造性地运用独具民间色彩、极具本土和平文化性质的“加卡卡”和平心理模式，为受害者和作恶者提
供了真相叙事的机会，具有轻惩罚、重正义恢复的功能，体现了对历史的铭记与尊重，有利于促进社会
成员和谐关系的重构。“加卡卡”和平心理模式在应对大规模暴力冲突之后的社会和平心理模式过程
中，在消除大屠杀带来的部族仇恨的过程中，有效改善了社会局面，发挥了巨大的和平心理恢复作用，
具有创新性与独特性。再有，澳大利亚“政治道歉”和平心理建构模式。１９０１年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开始执行“白澳政策”（ｗｈｉｔ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上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流离失所，心理遭受严重创
伤。２００８年，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土著居民上百年来经历的苦难正式道歉，是政府首次道歉。“政
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的心理安慰剂，是沟通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之间
的心理桥梁，让人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汪诗明，２０１１）。“政治道歉”表明了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勇于
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对于促进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和平心理学意义。
第二，国际和平心理模式建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不同国家都意

识到消除敌人印象，建立合作共赢国际和平的心理模式的重要性。一些典型的国际和平心理建构模式
也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主动示好”国际和平心理建构模式。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苏关系最为紧张
的时期，也是两个国家对第三世界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美苏对革命后的古巴的争夺，以及古巴导弹
危机的和平化解的过程，与肯尼迪（Ｊｏｈｎ　Ｆ．Ｋｅｎｎｅｄｙ）运用“用渐进的、互惠的率先行动缓解紧张局势”
的和平策略具有重大关联（Ｒｕｄｍｉｎ　＆Ｆｌｏｙｄ，１９９１），体现出主动示好的和平心理模式在逐渐缓解国际
紧张局势过程中的作用，是美苏冷战过程中一缕和平的亮色，也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特有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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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实践。二是“政治下跪”国际和平心理模式。１９７０年，西德总理勃兰特（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向华沙无名
烈士墓和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敬献花圈，下跪赎罪，赢得了重塑德国新和平形象的机会，表达了二战
后德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和平诉求，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接纳和尊重，融进了和平世界。
第三，中国和平心理模式建构。中国和平心理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框架完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

和平心理学思想体系，保证了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汉民族
传统上具有独特的和平性格：国力强大却不征服，资源紧张而不扩张，自卫防御而不先发，文明包容而
不冲突，自始至终坚持王道立国而不霸道。儒家和平心理在本质上是秩序和平的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
的心理模式，墨家奉行的是明确的兼爱非攻的和平心理模式，道家奉行的是自然无为的和平心理模式，
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以及戒定慧的修行实践更是一种解脱苦难的和平心理模式。从世界的角度而言，
中国现代化必须在和平的世界环境下实现并且现代化本身是中国对于当今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五、结语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科。心理学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更需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
学取向的研究；其目的可以是基础性的，也可以是应用性的；其视野可以是很细微的，也可以是很宏大
的；从个人幸福，社会公平，直到世界和平，都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关切，而这些关切又都统一于
对人性奥秘的揭示。当然，三者的顺序也可以是反过来的：和平的世界环境是社会公平建设的条件，而
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是个人幸福的条件。
心理学关心个人幸福。基于快乐论的哲学传统，心理学将幸福界定为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

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通过大量实
证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种族、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能解释幸福２０％左右的变异，外在环
境解释幸福变异的１５％（Ｄｉｅｎｅｒ，Ｅｕｎｋｏｏ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ｉｄｉ，１９９９）。相对于这些外部因素来说，内
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对幸福有着更强的预测力，例如外向性与积极情感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
高达０．８０，神经质与消极情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高相关（Ｄｉｅｎｅｒ，Ｌｕｃａｓ，＆Ｏｉｓｈｉ，２００２）。一个普通
人想维持或者提高其幸福感水平，可以学会针对这些影响因素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提高获得幸福机率
的策略，以争取幸福（Ｂｕｓｓ，２０００；Ｌａｓｅｎ　＆Ｐｒｉｚｍｉｃ，２００４；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１９９９）。
某种意义上，个人幸福还受到社会公平环境及其感知的影响，所以心理学家还要关心公平社会的

建构。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高
阶层群体来说，低阶层群体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杨沈龙，郭永玉，李静，２０１３；Ｂｒａｎｄｔ，２０１３；Ｌｅｅ，

Ｐｒａｔｔｏ，＆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１）。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感越低，人们追求目标的动机水平也就越低，进而
不利于教育、职业等重要人生目标的达成（胡小勇，２０１４）。减少社会限制、提高个人控制感被证实是提
升社会公平感的有效途径（李静，２０１２，２０１４；杨沈龙，２０１４）。心理学从社会阶层、社会分配等宏观的
视角，来建立社会公平感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开展增强社会公平的应用研究，进而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
的公平正义。
因人性与和平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使得世界和平这样宏大的主题也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关

切。和平心理学运用多元化方法，主张充分调动人类创造和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反思人类冲突根源，
防止暴力发生，和平化解冲突，创建和平文化，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平与进步，以和平的方
式实现和平（刘邦春等，２０１４）。不同社会、国际间的和平心理模式建构的轨迹，彰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
巨大潜能，印证了人类和平建设的无限创造力，体现了心理学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独特的价值。
结合我国当前外交、军事、国内社会现状，在我国开展和平外交心理研究、转型期社会和平稳定发展心
理研究，将势在必行、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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